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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王雨辰

摘 要 从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出发，生态文明理论可以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的

生态文明理论，并在当代具体展现为以生存为导向或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

基础或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由于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局限，当代生态思潮

和生态文明理论不仅难以解决上述矛盾，而且还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等问题上产生了

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使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或者把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混淆起来，或

者不注重生态本体论的研究。要阐发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

理论的内涵与特征，必须在区分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基础上，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

哲学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研究。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

理论的主要职能在于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把以人

民为中心看作是自身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并能够作为一种发展观规范人们的

实践行为并推进民族国家的绿色发展；作为目的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坚持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把推进民族国家

的绿色发展与全球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

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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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可以将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特殊与地区维度“深

绿”“浅绿”生态文明理论和作为普遍与全球维度“红绿”生态文明理论。任何生态文明理论都包含了特殊

与地区、普遍与全球维度的矛盾，并力求解决这一矛盾。但由于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局限，以往的生

态文明理论都没有解决好这一矛盾，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必须以解决这一矛盾为基础。本

文进一步根据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将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并

强调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只有在对当

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分歧做系统评析，进而在区分生态本体论和

生态价值论的不同，并合理评价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的内涵与理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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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上的分歧

任何一种生态文明理论必然包含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治理论四个方面的内

容。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我

国的生态文明论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建立在近

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上，还是应当建立在以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或马克思主

义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具体说，“深绿”生态思潮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以生态科学等

自然科学为基础，主张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并

由此提出了将生态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的生态文明理论。“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本体论上依然坚持

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主张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通

过技术进步和建立严格奖惩的生态法律法规，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条件，其本质是一种维系资本主

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以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

为理论基础，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反对近代二元论哲学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的机

械论和决定论的做法，强调宇宙是由不断运动变化的不同等级的有机体处于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

的发展过程中，只有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处在相互联系的有机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进而主张

用怀特海的关系实在论代替近代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并坚持整体论和普遍联系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世

界的本质，进而为生态文明理论提供本体论基础。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为超越

了近代二元论、机械论的后现代哲学，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态文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生态文明理

论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理论基础，主

张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们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

本体论，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首先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其生态文明理论的

批判价值向度必然指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价值观上的分歧和争论具体体现为以下内容。“深绿”生态思

潮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认为正是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秉承了以人类需要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只承认人类之外存在物的价值只具有满足人

类需要的工具价值，从而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深绿”生态思潮由此主张，应当确立以

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其核心是强调在生态共同体中包括人类

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并不具备比其他存在物更高的价值，其理论实质是以贬

损人类价值和尊严的方式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上。“浅绿”生态思潮则认为，一方面任何物

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会以其他物种的存在为目的；另一方面人类保护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

益，不能脱离人类的利益谈论生态保护。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没有问题，也不应当被否

定。问题只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要求人的任何感

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浅绿”生态思潮在

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容否定和抛弃的同时，又主张把基于感性欲望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修改为

基于理性欲望和保护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的内涵归结为“学者们用‘人类例外论’这一术语，来概括那些认为人类独立于支配地球上所有其

他生命形式的自然法则之外的意识形态。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主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构建价值观，而把

一切其他生命形式看作人类实现自身利益的‘资源’”[2]（P226）。其特点是仅仅从工具性的角度理解自
然，只承认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只关注人类的福祉而忽视和否定人类之外存在物的福

祉的扭曲价值观，强调只有承认地球生态共同体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树立万物平等和有机联系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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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价值观，才能避免人类粗暴地对待其他存在物的态度和行为，从而避免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两种观点。

一方面，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深绿”生态思潮看不到任何生态问

题都是相对于人类的利益而言，任何理论构建都离不开人类的历史经验这一事实，尤其是看不到当人类

的利益与非人类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总是优先考虑人类的利益。“深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自然价值

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难以得到科学严密的论证，而且会导致自然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结局，在实践中也必

然会遇到诸如人类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的权利、动物之间的食物链等一系列无法处理的矛盾和难题。另一

方面，他们也批评“浅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是立足于真正的人类整体利益和

长远利益，而是一种立足于资本利益和西方利益，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虚假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脱离为资本追求利益的古典经济学，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

活需要和真正集体的长期的需要为目的才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秉承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实践行为违背了生态系统的本性，所谓解决生态危机

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性展开人类实践，这也是他们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深绿”生态思潮所说的

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共性。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又要求必须变革资本

主义生产中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做法，强调应当让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这种批判资本主义

生产颠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向度又是“深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

主义价值观所不具备的内容，这种理论特质根源于他们不同于“深绿”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

内在联系，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

通过分析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关于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分歧和争论，我们可以得

出下列结论。

第一，生态本体论的性质决定了生态文明理论的性质和价值立场。“深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生态哲

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以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为基础的，并把自然凌驾于人类历史之上，这决定了他们必

然会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维度，忽视对人类与自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中进行的实际的物质

与能量交换过程的分析，只能停留于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去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也

决定了他们只有强调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范围内，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与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解

决生态危机。“浅绿”生态思潮的生态本体论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

虽然他们强调应当通过科技创新和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的环境制度来解决生态危机，但是他们的理论

本质是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实际上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

上述两种生态思潮都是立足于资本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以怀特海过

程哲学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的本体论，但他们同时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的当代

价值，提出要做一个“怀特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看作

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既然要变革与生态发展相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使穷人免受生态危机的市

场社会主义社会，其前提就是要用共同体价值观代替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尽管由于其

理论的后现代性质使之无法正确地处理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从价值立场上看，他们属于反对资

本主义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本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

然关系的学说，这使得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

决途径。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的本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中揭示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强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进一步强化

了生态危机，并由此提出应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

解决生态危机。从价值立场看，他们也属于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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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当正确看待生态本体论与生态价值观的关系。生态本体论与生态价值观之间虽然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但二者毕竟分属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不同领域，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二者完全混同起来。

在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恰恰存在着既对生态文明本体论问题讨论不够，又将生态价值论混同于

生态本体论的现象。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认同、借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

潮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研究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过程。在认同、借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

心论的生态思潮的研究阶段，认同生态中心论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支持人类征服自然、破

坏地球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强调“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我们应树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3]（P30）。认同人类中心论的学者则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归宿不仅贬低了人类的权利和价值，
而且也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保护人类利益的目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只能是人类中

心主义价值观。他们由此开始运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研究范式、概念和范畴展开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但是他们主要纠缠于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践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争论，都忽

视了对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本体论的探索，存在着混淆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倾向。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 21 世纪，随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开始挖掘、整
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并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主张。

但这种主张却缺乏对马克思是如何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系统考察，创立自己的生态哲学本体论的，

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本体论的探索。还有论者

认为生态文明理论既不能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价值归宿，也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归宿，认为

只要强调了中心就有与生态文明相矛盾的二元论的倾向，因而只能抱着与自然妥协的态度，才能保证人

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实现生态文明 [4]。且不论人类如何与自然妥协以及妥协的限度问题，这一观点实

际上把生态价值论等同于生态本体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等于必然秉承二元论哲学，这种观

点势必会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一

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

可以看出，加强对生态本体论的研究，把握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区别，特别是正确评价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得失，不仅对我们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深

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

二、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的实然与应然的矛盾

实然与应然是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中存在的又一对矛盾。如果说“特殊、地方维度”和“普

遍、全球维度”是根据生态文明理论的服务对象和价值目的来划分的话，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则是根据现

实和理想的区分而划分的。从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入手，我们可以把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作

为目的论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理论自产生起就面临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以生

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矛盾。

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是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而产生的，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在 1949 年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思潮和生态文
明理论的产生。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一书中依据生态整体性规律，要求把伦理关系从人类之间进一

步拓展到人类与大地之间，强调人类应当放弃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滥用自然的行为，应热爱、尊重和

赞美大地，尊重和高度评价其内在价值，并提出他所主张的“大地伦理”。大地伦理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

大地共同体的整体与和谐。在他看来，“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

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5]（P213）。他进一步要求根据上述道德原则制定法律和
道德规范来抑制人们对私利的过分追求，开启了以维护生态整体利益为目的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

思潮。在他之后的罗尔斯顿、阿伦·奈斯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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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其上的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发展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主

张通过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否定科学技术运用和主

张经济零增长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面对“深绿”生态思

潮的质疑和批评，提出了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倡导保护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的现代人类中心

主义价值观，强调只要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定包含奖惩机制的严格的

环境政策，就能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虽然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和分歧，但他们又有如下的共同点。

第一，由于他们都以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形式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都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

和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要求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资本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有违环境正义

的原则。第二，从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取向上说，都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不是

以生存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具体说，“深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

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规律直接推导出来的后现代伦理观念，这使得他们把人

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反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增长，主张经济零增长。在他们眼里，所谓自然不

过是人类实践尚未涉足的荒野，所谓生态文明建设不过是保护荒野，其本质是西方中产阶级在物质生活

水平极大提高之后，为保持其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和审美趣味，完全无视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远未得到

满足的事实，还要求通过发展求得其生存的愿望。“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肯定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

必要性，但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

需要，其结果只能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发展结局，完全忽视穷人生存的需要。因此，上述两种生态

文明理论都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第三，正因为上述两种生态文明理论都是以追

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担由资本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导致了 1982
年在美国兴起了环境正义运动，并迅速向世界传播。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突破了“深绿”和“浅绿”生态

思潮仅仅拘泥于生态价值观抽象地谈论生态问题的缺陷，揭示了生态危机与种族、贫困等问题的内在联

系，并在其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穷人环保主义”运动和环境思潮。如果说“深绿”和“浅绿”是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思潮的话，“穷人环保主义”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以生存为

导向的生态思潮，他们强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费以

及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化，由此批评“深绿”和“浅绿”思潮偏执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争论，不仅没有把

握生态问题的本质，而且脱离人类的整体利益抽象地谈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生态

危机，而且会加剧更加的不公平。与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不同，“穷人环

保主义”思潮追求的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而是通过实现平等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使穷人能

够谋求生存，由此形成了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为核心，以维系穷人生存为目的的新的类型的生态

思潮。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存在着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矛盾，而且

还存在着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矛盾。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体。

工具理性是理性的技术化和功利化，其运行遵循计算和效率原则；价值理性则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

重，它保证工具理性运行能够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启蒙运动及其现代性价值体系高扬人的理性，

强调以科学为中介控制和运用自然，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启蒙运动及其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扬的

理性仅仅是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上。科学原本是对终极本质的

把握，但是启蒙理性以及现代性价值体系却把对世界本质和因果关系的把握的科学当做应当否定和抛

弃无用的形而上学。在他们那里，是否具有有用性是判断其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一方面把科

学降低为技术，另一方面把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的有机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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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用，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也必然造成人自身

生存的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只有摆脱以计算和效率为目标的工具理性，以尊重人的

价值和尊严的价值理性为基础构建生态文明理论，才能真正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解决生态危机和实

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从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看，“深绿”生态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要求

破除工具理性的支配，要求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反思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恢复对自然的

敬畏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只不过“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的后现代立场，反

对现代技术的运用，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归结为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要求通过重建人与人的关系来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保证技术运用建立在对

人的非理性欲望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技术运用与人类和自然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浅绿”

生态思潮则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思潮，这不仅是因为其秉承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而且

还因为它所谓的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利益，并始终把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看作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仅仅把自然看作是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这

就决定了虽然它也强调要用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

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生产条件，这决定了它对自然只能充满工具性的计算，不可能恢复对自然的

敬畏，更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理论体现了生态文明理论中实然与应然的矛盾。根据这一矛盾我们又可以将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

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这也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是作为工具论和作为

目的论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只不过与不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可持

续发展为目的的工具论的“浅绿”生态思潮不同，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力图通过实现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与“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

义把发展与保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对立起来不同，作为目的论的中国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追求的是民族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保护地球家园之间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

由于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在生态文明理论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

须提出和构建自己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的生态本体论只能是既符合生态

学科和生态哲学所揭示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又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马克思主

义生态哲学本体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是如何超越近代西方知识论哲学，

创立自己独特的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哲学的。

近代西方知识论哲学包括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其理论主题是认识论问题。虽然在认识来源、

认识方法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他们都把整个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客观世界与主

观世界，把哲学的任务和功能规定为运用哲学理性，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最终形成一种主、客二分

的知识论哲学。由于其哲学的机械论缺陷，他们始终无法科学地解决物质如何向精神过渡的问题，其哲

学必然不断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休谟以怀疑论的方式提出“科学是否具有必然性”和“哲学形而

上学是否存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休谟之后的康德、费希特、席勒、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逐步提出了实

践原则和历史原则来解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历史二元对立的难题的思路。但是，一方面，他们或者把

实践理解为一种理论活动和自我意识的活动，或者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日常活动，而不是把实践理解为

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感性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其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又无法把历史原则贯彻到

底，最终都无法解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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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并把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贯彻到

底，从而实现对近代知识论哲学的超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与近

代哲学相比都发生了巨变。他们一方面批评德国古典哲学对实践理解的偏差，强调人既是受动性的存

在物，必然受外部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通过感性活动，按照自己的目的能动地改造对象的能动性存在

物和对象性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他们始终强调不能脱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抽象地看待自然以及人类

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正是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构建起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体说，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既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人

类社会历史（包含纳入人类实践中的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主要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研究人

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把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作为己任，把人

类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把自然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而是通过考察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与人、人

与自然的关系，以探讨如何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目标和归宿，这就决定了实践唯物主义是认识功

能、批判价值功能统一的哲学，是一种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生成论哲学。这种历史生成论坚持社会

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消除了近代哲学主、客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并创立了历

史唯物主义独特的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哲学。

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人类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不

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始终坚持人类实践基础上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自然观，并把解决

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前提，这就决定了其生态哲学必然包含着社会制

度和生产方式批判的维度。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调自然具有历史性存在的特点，并把人类社会

看作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具有历史生成性特点，并且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

具有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特点，这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纳入社会历史中展开探

讨。其三，马克思的生态哲学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辩证统一的

特点。所谓现实性，就是指马克思总是立足于现实看待人类、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谓批

判性，就是指马克思始终立足于批判性的立场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

异化；所谓理想性，就是指马克思把消除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作为

其理论的最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使用生命共同体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态世

界观和生态自然观的内涵与特点。在他看来，“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

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6]（P85）。生命共同体概念要求否定近代机械论哲
学把人类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存在物，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归结为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万物处于一种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中，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树立以生命共同体观念为基础的有机论

和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在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才能既

实现人类的需要又保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共同进化，使得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生态本体论

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能够克服了“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本体论上的片面性，既保证生

态文明理论的科学严密性，又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展开。

与生态本体论相对应，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价值论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反

对和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虽然对于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关于

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主张上不仅面临着如何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的难题，而且也面临

着如何说清楚从权利的属人性问题向权利的自然性问题过渡的难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脱离人类抽

象地谈论权利问题，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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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7]（P184）。离开了人类的存在，自然无所谓价值和权利，这就决
定了所谓自然权利从本质上只能看作是人类权利的物化和延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能脱离

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谈论生态问题，所谓生态危机只能被理解为人类实践以不恰当的方式改造了生态环

境而引发的后果，离开了人类的利益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谈论生态危机毫无意义，这就决定了实现生

态平衡只能依赖于人类实践行为的改变。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还在于其认识不到任何生态学理论的构

建都离不开人类的历史和经验，都具有社会历史的特点，生态中心主义脱离人类的需要和利益，仅仅从

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危机和生态平衡只会导致自相矛盾和神秘主义的结局。其次，马克思主义进一步

阐发了不同于近代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指向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无论是近代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都是以工具理性为指导，都要求通过控制和支配自

然来满足资本的利益，这必然会造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生态中心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

主义价值观支配自然的观念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应当说，生态中心主义者的上述批评具有合理性，但

是他们却由此认为，以支配自然观念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这一结论存在

问题和缺陷。因为只有在这一观念与资本相结合，并在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指导下才具有必然性。但

是，如果把支配自然观念理解为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服从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为前提，

使支配自然真正地与实现人类的利益相一致，就不会导致生态危机。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由此阐发了其控制自然观念的独特内涵。具体说，其一，支配自然观念

的主要形式是占有并改变自然，其根本目的既在于维系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

展所必需。其二，支配自然虽然要求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却要求应当在尊重自然

规律的前提下，不以直接的经济利润和满足资本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为目的，而是应当以人与自然的

和谐为前提，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归宿，与近代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控制自然规定为服务

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自然对

人的奴役和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合理与完全释放为目的。其三，控制自然的观念又是与如何看待科学

技术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深绿”生态思潮与有机马克思主义都把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

学技术运用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浅绿”生态思潮则把科学技术创新和进步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

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社会制度和

生产方式的性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效

应不仅取决于人类的认识水平，而且关键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异化

的必然性。最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不会导致生态危机，

而且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立足

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使生产的目的真正服务于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它不

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与运用，而且也必然会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正如佩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既反对人类中心论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工具性的关系，进

而滥用自然，又反对生态中心论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主张包含对自然的使用价值、道德、精

神和审美价值在内的工具价值论，并且强调支配自然的本质是认识到“自然只能够通过遵从它的规律来

利用。因而，‘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个异己的意愿，而是通过合作能够驾驭自然”[8]（P167）。这就意
味着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又强调人

类的自由和解放不是绝对的，必须以承认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

四、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与功能

从生态文明理论中实然与应然的矛盾看，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既应当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具

有解决当下民族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功能，作为一种工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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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存在；又应当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具有促进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世界共同发

展和普遍繁荣的功能，作为一种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存在。这就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

当具有作为一种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辩证统一的功能与特征。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如何进一

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也意味着实现生存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

只不过这种发展不再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和污染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而应该是以维系人类与自

然和谐关系为基础的协调、绿色和共享的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具有在维系人类

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促进民族国家实现发展的工具论功能，并具体展现为如何理解发展、如何实现

发展以及发展的归宿三个问题。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都反对那种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但他们或者从

维护既有的生活质量这一目的出发，反对人类即便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进而否定发展的必

要性和主张经济零增长；或者为了避免生态危机，把发展理解为拒斥现代技术运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浅绿”生态思潮把发展理解为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则把发展理解为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和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

第二，“深绿”生态思潮认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人类并不具有比其他存在物更高的

特权。为了实现其经济零增长的目标，进而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要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

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人类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地方

生态自治，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不过他们所讲的和谐本质上是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状态，实际

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对立起来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后现代立场，主张拒斥现代技术运用和

以发展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来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要求通过制定严格的

环境制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

观，主张通过使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技术创新和运用来实现发展，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实现资本主义经济

可持续发展来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生态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再为实现交换价值而生产，而是为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而生产，通过实现生产

正义，使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共同发展。

第三，“深绿”生态思潮主张经济零增长，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否定穷人

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浅绿”生态思潮所追求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资本

追求利润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发展必然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

极分化的结局。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拒斥运用现代技术的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虽然能够使穷人免受生

态危机的危害，但却无法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变革使用

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建立以生产使用价值和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

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如果实现了生产正义和坚持真正的集体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经济

发展和技术运用不仅不会造成生态危机，而且必然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发展的价

值归宿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具体体现在，“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与

发展绝对对立起来。“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发展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但是“浅绿”生态思潮所追求的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他们把生态文明建设

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这种不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发展不是真发展；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发展和技术创新为基础和前提，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

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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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目的与价值归宿问题，是中国形

态的生态文明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对上述问题作了科学回答。概括

地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围绕着“全国党代会报告以及最高权威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论述和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生态文明理论”三个层面构建起来的 [9]，并具体从以下三个维度科学回

答了上述问题。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习近平强调，离

开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的幻想，特别是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对

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至关重要。他进一步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两座山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关系。所谓“绿水青山”就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谓“金山银山”就是指经济

发展，二者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既体现在经

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和前提，也体现在这里所讲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型和不协调的发

展，而是一种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

第二，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实现发展，使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习近平反对那种依靠劳动要

素投入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强调应当践行尊

重自然规律、顺应规律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树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追求和实现绿色

发展；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生态资源物

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同时又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来规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所谓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P214）。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观要求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有获得感作为评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得失的评价标准，从而

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问题上的区别与理

论特质。

由于我国当前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在满足人民

群众基本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不过这里所讲的发展不是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和协调发展。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

明理论的作用和功能主要在于：第一，由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由资本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展开

的，这就决定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具备的功能。根据联合国颁

布的《发展权利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规定，发展权和环境权主要是指民族国家具有自主选

择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以及有自主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又具有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环境

污染的义务，并且强调发展权与环境权是民族国家之间必须彼此尊重的一种不可被剥夺的人权。但是，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在当前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还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主要体现

在资本不仅利用其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剥削和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的自然资源，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横加指责，甚

至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以上现实决定了中国

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把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置于重要的地位。第二，

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避免“深绿”和“浅绿”等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无法真正落实于现实而

流于空谈的缺陷，应当将其外化为生态文化、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法律法规，使其作为一种发展观真正落

实到发展实践中，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实现民族国家生态治理和经济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第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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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人

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其鲜明特点一方面在于把人与人的生态利益矛盾的解决看作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关

系和生态危机的前提，另一方面肯定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满

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合理性。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追

求，把追求绿色发展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使其作为一种

发展观而具备指导生态治理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工具论的职能。

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若要具备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工具论的职能的话，必须避免“深绿”

和“浅绿”生态思潮拘泥于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还应当具有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地球生态共同

体利益的目的论的职能，应当具有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辩证统一的功能。事实上，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和

生态文明理论都力图解决实然与应然、工具论与目的论功能之间的关系，由于价值立场的局限和无法把

哲学研究范式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他们都无法辩证地解决上述矛盾，或者仅仅拘

泥于应然和目的论的维度，抽象地谈论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或者仅仅拘泥于实然和工具论的维度，

无法上升到应然和目的论的高度 [11]。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坚持生态哲学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为人类与自然是伴

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还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要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以合理解决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为前

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上述观点不仅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将其也看作是

人与人关系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并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类

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避免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裂缝，进而实

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和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立足于人类生存的危机看待和考察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这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哲学研究范式。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还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如何造成其

自身的生态问题，并通过考察资本全球化运动的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必然造成生态危机

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一方面主张运用哲学研究范式从人类的哲学世界观

和生存方式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强调树立生态哲学世界观和共同体价值观对于解

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并体现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目的论维度；另一方面主张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联

系资本运行的逻辑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根源，主张当代生态治理必须遵循环境正义原则，根据不同

民族国家造成生态危机的责任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义务，从而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体现了其生态文

明理论的工具论维度。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要求民族

国家应当树立遵从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共同承担

起呵护地球这个唯一的人类家园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强调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国家的

历史责任和现实发展程度，承担全球环境治理有差别的责任和义务，实现环境正义，并最终把民族国家

追求发展、全球环境治理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与繁荣有机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构建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摆在

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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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in Chinese Form

Wang Yuch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sness and oughtness,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as Instrumentalism or as Teleology, and it is shown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 more specifically as being survival-oriented or pursuing the quality of life-oriented,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ased or value rationality base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value
standpoints,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ies not only make the above
contradictions insoluble, but also lead to disputes and differences on issues such as ecological ontology and
ecological axiology, making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ither confuse ecological ontology and ecolog-
ical axiology, or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ontology.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in Chinese form as unification of Instrumentalism and Tele-
ology, we ough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ecological ontology and ecological axiology as well as highlight the
study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ontology and Marxist anthropocentric value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theory in Chinese form as Instrumentalism aims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maintain
their own development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regards people-centeredness as the value dest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can be used as a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o regulate
people’s practical behaviors and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nation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ory of the Chinese form as teleology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respects and conforms to nature, and
promot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with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s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in Chinese form as unification of Instru-
mentalism and Teleology,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with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isness and oughtnes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instrumentalism and teleology; ecolog-
ical ontology; ecological ax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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